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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國軍官兵「報喜不報憂」的行為機制-害怕的中介效果與

社會責任知覺的調節作用 

張臺衞  洪承澤  張佳萍 

摘要 

隨著永續發展議題的推動下，軍事管理逐漸重視官兵心理與行為機制，以打造

優質的國軍職場環境。本研究聚焦於國軍官兵報喜不報憂行為的心理機制，探討軍

事組織環境中，官兵是否選擇揭露真相或掩蓋問題的行為，運用保護動機理論進行

假設推理。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區分兩階段進行問卷調查，計蒐集 440 個有效

樣本，運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感知威脅嚴重性會引發害怕情緒，

進而促使官兵採取報喜不報憂行為，但國軍社會責任知覺能有效緩解害怕對該行

為的作用。由此得知威脅感知、情感反應與行為決策之間的複雜關係，還發現國軍

社會責任知覺對減少不誠實行為、促進透明與信任組織文化的重要性，並且進一步

為國軍組織獨特背景下的行為模式研究提供新見解，為改善國軍組織內部管理與

提升公共信任具有重要的實務價值與啟示。 

關鍵詞：保護動機理論、感知威脅嚴重性、害怕、報喜不報憂、國軍社會責任

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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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ing the Behavioral Mechanisms Behind “Reporting 

Only Good News” Among Military Personnel: The Mediating 

Role of Fear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Milita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Tai-Wei Chang  Cheng-Ze Hung  Jia-Ping Zhang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military management 

has increasingly prioritized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mechanisms of military 

personnel to cultivate a high-quality workplace environmen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reporting only good news” behavior among 

military personnel. It explores whether individuals choose to reveal the truth or conceal 

problems within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al context, and is guided by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its hypotheses. A two-stag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resulting in a total of 440 valid responses. 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erceived threat severity 

induces fear, which in turn leads military personnel to engage in “reporting only good 

news” behavior. However, perceived milita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significantly mitigates 

the effect of fear on this behavior. These findings reveal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among 

threat perception, emotional responses, and behavioral decision-making. They also 

underscore the critical role of perceived milita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reducing 

dishonest behavior and fostering a culture of transparency and trust within military 

organizations. Furthermore,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behavioral patterns 

specific to the military context and offer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enhancing public trust in the armed forces. 

Keywords: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Perceived Threat Severity, Fear,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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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全球化的競爭市場中，企業是否能保持長期競爭力，取決於其對創新推動的

承諾，以及對員工建言行為的支持(Yuan, et al., 2019; Madsen & Johansen, 2019)。若

缺乏員工的積極建言，企業將難以及時發現內部問題，這會直接影響決策精確性與

創新能力，進而對組織的可持續發展產生不利影響(Naqvi, 2020; Wang, et al., 2019; 

Jiang, et al., 2022)，然而員工可能會採取迎合上級的喜好，而並非做出對組織有益

的建議，如何有效降低員工報喜不報憂的模式，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 

企業應重視整體性的建言行為，營造出員工提出建設性意見的友善環境，以提

升組織競爭力。在組織行為學領域，「建言行為」指的是員工自發地提出建設性建

議、反映問題或分享創新見解，藉此促進組織運作的改善和績效的提升(LePine & 

Van Dyne, 1998; Yuan, et al., 2019)。影響建言行為主要兩個因素分別為領導者及員

工。首先，就領導者而言，他的支持與鼓勵具有關鍵作用，領導者的開放態度與回

應會直接影響員工的建言意願(Detert & Burris, 2007; Hsiung, 2012)。其次，就員工

而言，員工心理與情感認知感受也是關鍵。當員工感受到心理安全和組織認同時，

建言意願會顯著提升(Zhang, & Bartol, 2010; Liang, et al., 2012)。反觀就軍事組織而

言，國軍係屬強文化組織，領導威信與命令貫徹的軍事化管理，已成為國軍組織的

特性(Jiang et al.,2023)，若國軍官兵面臨到任務時，常常處於高度緊湊的情境中，

要求快速反應、無縫協作及嚴格的時間管理，然而在高壓的環境下，幹部為了避免

領導者的責難，往往選擇性揭露任務成果偏向於組織或領導者的喜好，及降低官兵

建言意願。這在華人社會的行為上，通常被稱之為「報喜不報憂」，意指個體選擇

「隱瞞實情，只說好的話，卻絕口不提不利的事」(Cheng, et al., 2022)。不同於過

去文獻傾向於探討個體替組織提出建設性的建議，本研究關注如何避免個體在工

作上隱瞞實情，進而導致任務的失敗或引發嚴重的後果。 

本研究基於保護動機理論，旨在探討國軍官兵在感知威脅嚴重性與害怕情緒

的驅動下，所形成的「報喜不報憂」行為，並分析國軍社會責任知覺對該行為的調

節作用。透過此研究，期望填補軍事管理及國軍永續發展議題中的研究缺口，推動

更具透明度和效率的軍事管理環境，以改善國軍內部對負面資訊的遮掩現象。此

外，研究也支持國軍邁向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第 16 項的願景，致力於建立

和平、包容及具責任性的制度。因此本研究除了擴充華人報喜不報憂相關研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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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亦進一步促使國軍組織軍事管理契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展現出國

軍永續發展積極作為。 

貳、文獻探討與假設推論 

一、感知威脅嚴重性與報喜不報憂之關係 

保護動機理論(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是心理學領域中一個重要的框架，

用以解析個體在面對潛在威脅時所展現的評估與應對歷程(Rogers, 1975)。個體在

面對威脅時的評估與應對過程，主要分為威脅評估與應對評估。威脅評估包括感知

威脅的嚴重性和自身脆弱性，而應對評估則衡量應對措施的效能、自我效能感及反

應成本(Rippetoe & Rogers, 1987)。在保護動機理論中，感知威脅的嚴重性被視為影

響個體行為反應的核心概念之一，這一概念指的是個體對潛在威脅可能後果之嚴

重程度的認知(Gross & Medina-DeVilliers, 2020; Galluccio et al., 2021; Lerner et al., 

2023)。基於這種認知，個體認為威脅後果極為嚴重時，會自然引發強烈的情緒反

應，進而促使他們採取積極的應對行動(Milne & Orbell, 2000; Gross & Medina-

DeVilliers, 2020; Heydari et al., 2021)。對於高威脅的感知，不僅深刻影響個體的行

為選擇，還顯著改變信息傳遞的方式。在報喜不報憂的行為模式中，個體通常會選

擇性地強調正面信息，並有意識地淡化或隱瞞負面消息(Al-Raddadi et al., 2022)。

這一行為被視為應對策略，其目的在於減少因報告負面信息而可能產生的焦慮與

壓力(Levy et al., 2006; Detert & Edmondson, 2011)。感知威脅的嚴重性較高時，個體

更傾向於採用報喜不報憂的方式來處理和傳遞信息，以避免引發更多恐慌或壓力，

並有效地維持組織或環境的穩定(Detert & Edmondson, 2011; Cheng et al., 2022)。這

種信息管理方式強調了個體在威脅情境中如何平衡情緒反應與信息傳遞的策略，

以達成減少壓力並維護穩定的目標。 

綜上所述，感知威脅嚴重性在促使個體選擇報喜不報憂行為中扮演了關鍵的

影響角色。為了應對威脅帶來的壓力，個體傾向於選擇性地傳遞信息，以維持自身

及他人的情緒穩定。例如，當關鍵設備出現故障或維護不充分時，官兵擔心受到單

位責難及懲處，選擇隱瞞問題或淡化狀況，僅報告設備運行正常的部分，以避免引

起上級關注或可能的處罰。這種由於感知威脅嚴重性而產生的報喜不報憂行為，可

能導致事故的真實原因和責任無法全面調查與處理，進而削弱部隊的安全管理和

紀律維護。因此本研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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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感知威脅嚴重性與報喜不報憂行為之間存在正向關係。 

二、感知威脅嚴重性與害怕之關係 

個體面對威脅情境時，通常會經歷一連串的認知過程，這些過程會直接影響其

情緒反應與行為決策，從而引導個體採取適當的行動應對挑戰並調整自身的適應

策略(Rogers, 1975; Witte, 1992; Hassani et al., 2014; Gross & Medina-DeVilliers, 2020; 

Galluccio et al., 2021; Lerner et al., 2023)。尤其是，個體認知到某種威脅可能帶來嚴

重的損害或負面後果時，通常會更積極地採取行動，以有效地避免該威脅的發生並

降低潛在的風險影響 (Weinstein, 1989; Milne & Orbell, 2000; Gross & Medina-

DeVilliers, 2020; Heydari et al., 2021)。本研究聚焦於個體的情緒反應，過去研究指

出個體評估顯示威脅可能對自身帶來重大損害時，通常會產生恐懼情緒，這種情緒

會驅使他們進一步調整行為以應對可能的風險 (Lazarus, 1991; Hassani et al., 2014; 

Hu et al., 2022)。因此，害怕作為一種自然的情緒反應，旨在驅使個體採取行動以

避免或減少潛在損害的發生。 

在國軍組織中，當官兵目睹同袍在實彈射擊訓練中受傷後，往往會感受到強烈

的害怕情緒。這種害怕情緒進一步促使他們在日後操作武器時更加謹慎，並更加嚴

格地遵循安全程序，以確保操作的正確性，從而有效減少意外事故的發生。這些現

象清楚地顯示了感知威脅嚴重性與害怕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係(Maddux & 

Rogers, 1983; Grothmann & Patt, 2005; Ezati Rad et al., 2021; Hrbková & Kudrnáč, 

2024)。因此本研究提出： 

H2：感知威脅嚴重性與害怕情緒之間存在正向關係。 

三、害怕與報喜不報憂之關係 

害怕是一種強烈的情緒反應，對個體的行為決策有顯著的影響(Loewenstein & 

Lerner, 2003;  Mobbs et al., 2019; Lerner et al., 2020; Bublatzky et al., 2021; 

Schlottmann & Allen, 2022)。根據過去的研究，當員工察覺到報告負面信息可能導

致如負面評價或工作安全受威脅等風險時，害怕情緒會驅使他們選擇隱瞞不利的

資訊，以避免潛在的負面後果(Kish-Gephart et al., 2009)。害怕在此情境中成為一種

自我保護機制，使員工傾向於避開敏感話題，而僅報告對自己有利的訊息(Morrison 

& Milliken, 2000; Fast et al., 2014)。在華人文化環境中，對和諧及人際關係的重視

使害怕情緒更容易驅使員工維護組織內的表面正向氛圍。此種選擇性報告行為被

認為是一種減輕心理壓力的自我保護策略，進一步強化了報喜不報憂的傾向(Det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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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mondson, 2011; Tangirala & Ramanujam, 2008)。 

在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影響下，員工在表達建議時往往會受到文化價值觀的潛

在引導(Kwon, B., & Farndale, 2020; Kim & Park, 2022; Li & Shi, 2024)。例如，在西

方文化中，員工傾向直言不諱地表達意見，即使是負面意見也會視為改善組織的機

會(Foucault, 1984; Schwartz et al., 2005)。然而在東方文化中，由於重視和諧與關係

維持，員工往往避免提出可能引發衝突的負面意見(De Pentheny O’Kelly et al., 2011)。

此外，過度依賴階層權力和上級授意的文化中，員工更可能選擇順應權威，避免傳

達對高層決策的批評性意見(De Clercq & Pereira, 2023)。許士軍與楊勝雄(2004)亦

指出，沉默行為往往源自組織對階層秩序與服從的高度重視，以及對異議表達的不

鼓勵，最終導致制度性壓抑的行為常態。在國軍組織中，官兵在執行任務或報告任

務進展時，若感知到某些負面資訊(例如任務中的失誤或物資短缺)可能引起上級不

滿或質疑，害怕情緒便會推動他們隱瞞這些不利的內容。這種害怕的驅動力使官兵

傾向於報告正面信息，以維持自身形象並減少可能的壓力。總結而言，害怕是一個

重要的推動因素，促使官兵採取報喜不報憂的行為，幫助他們在潛在的負面情境中

維持個人和職業的安全感。故，本研究提出： 

H3：害怕情緒與報喜不報憂行為之間存在正向關係。 

四、害怕之中介關係 

在威脅評估階段與應對評估階段，個體的情緒反應通常是研究關注的焦點。回

顧過去文獻，個體評估自身採取保護行為的能力和有效性，可能會有自信、樂觀、

懷疑或害怕(Floyd et al., 2000; Johnston et al., 2015)。在組織環境中，員工面對威脅

性資訊時，常會因為害怕潛在的負面後果而選擇隱瞞或淡化負面消息，僅報告對自

己有利的好消息。此行為反映出報喜不報憂現象，尤其當員工擔心威脅情境可能引

發主管質疑、職涯發展受限或人際關係緊張時，害怕成為促使其迴避真實信息披露

的重要因素(Morrison, 2014; Lebel, 2016)。當員工感知到威脅嚴重性時，害怕會驅

使他們採取自我保護行為，以避免可能的懲罰或評價損失(Morrison & Milliken, 

2000; Kish-Gephart et al., 2009)。害怕進而成為一個中介變數，加強員工傾向報喜不

報憂的行為，從而維護自我利益。舉例來說，在國軍組織中，官兵在檢查裝備時若

察覺重大缺失，可能會選擇隱瞞不利的維修記錄，僅呈報良好的性能數據，以避免

面對因未能有效管理而被責難的風險。綜上所述，害怕作為中介變數連接了感知威

脅嚴重性與報喜不報憂之間的關係，符合許多組織行為理論的假設。相關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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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顯示害怕情緒在此類溝通行為中的重要作用 (Ashford et al., 2009; Frazier & 

Bowler, 2015)。因此本研究提出： 

H4：害怕情緒在感知威脅嚴重性對報喜不報憂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五、國軍社會責任知覺之調節效果 

國軍官兵的害怕起源於對於任務進度的不確定性，又期望滿足組織的期待

(Meyer, et al., 2013; Gade, 2017)。Gross & John (2003)研究發現抑制自身的恐懼情緒

是情緒調節中的一個重要課題，當個體發現面臨外在威脅的嚴重性超過認知水準，

會在自我控制或外在壓力的驅使下刻意壓抑其情緒的外在反應，例如控制面部表

情、不顯露恐慌或減少肢體的緊張反應。然而，害怕的情緒在特定的情況下可能會

減弱其效果，例如：對高層次目標的堅定信念，這指出當人們的行動受到更高目標

或強烈的信念驅動時，害怕的情感會被壓抑或轉化(Clark & Beck, 2010)。 

國軍社會責任知覺(Perceived Milita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MSR)是指官兵對

國軍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事務的感受與體認(Jiang et al., 2023)。當官兵參與或目睹國

軍投入於維護公共秩序、災後重建、緊急救援，以及鼓勵義工和捐血等公益活動時，

會深刻地體會到國軍組織對社會的承諾與貢獻。這種體認不僅讓官兵感受到組織

的使命，亦強化了他們自身的責任感，進而增進對組織的認同與投入感。在這種情

況下，官兵的害怕情緒會因此被弱化，因為他們感受到國軍在社會責任方面的投

入，不僅代表組織對社會的正面影響，也給予他們更強的心理支持。這種心理上的

支持與信任感逐漸減少了報喜不報憂的行為，促使官兵更願意真實地反映問題，維

護組織的誠實與透明。因此，當官兵認同並理解國軍在履行社會責任上的努力時，

他們會更傾向於採取坦誠表達的態度，以促進組織內部的健康互動，進一步驗證了

國軍社會責任知覺對害怕與報喜不報憂之間的調節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 

H5：國軍社會責任知覺會調節害怕與報喜不報憂之間的關係，當國軍社會責

任知覺高時，將弱化害怕對報喜不報憂的正向影響。 

參、研究方法 

一、樣本與資料收集 

本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採用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以國軍官、士、兵作為樣

本。為了避免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Bias)的問題(Podsakoff et al., 2003)，

使用「時間場域隔離法」設計，將問卷調查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研究樣本依上述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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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程序共得到 480 份問卷，經不同階段配對及檢核填答時間與剔除填寫缺漏之無

效問卷後，有效樣本數共 440 個，整體回收有效率為 91.7%。 

圖 1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結果表明如下：(1)性別：男性 85%(374 員)、女性 15%(66 員)；(2)婚姻：

已婚 19.3%(85 員)、未婚 80.7%(355 員)；(3)年齡：25 歲(含)以下 59.8%(263 員)、

26-30 歲 19.1%(84 員)、31 歲(含)以上 21.1%(93 員)；(4)教育程度：研究所(含)以上

3%(13 員)，大學 44.6%(196 員)，專科 12.4%(55 員)，高中(職)(含)以下 40%(176 員)；

(5)階級：上兵(含)以下 59%(260 員)、士官 22%(97 員)、軍官 19%(83 員)(如表 1 所

示)。 

表 1 樣本分析表 

類型 樣本數 
百分比

(%) 
類型 樣本數 

百分比

(%) 

性別 
男性 374 85% 

教育程

度 

研究所

(含)以上 
13 3% 

女性 66 15% 大學 196 44.6% 

婚姻 

已婚 85 19.3% 專科 55 12.4% 

未婚 355 80.7% 

高中

(職)(含)

以下 

176 40% 

年齡 

25 歲

(含)以下 
263 59.8% 

階級 

上兵(含)

以下 
260 59% 

26-30 歲 84 19.1% 士官 9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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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衡量工具 

本研究問卷量表計有「感知威脅嚴重性」、「害怕」、「國軍社會責任知覺」及「報

喜不報憂」等四個變數，採用相關學者發展之量表，為避免量表採用造成之差異，

透過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討論進行量表詞意之修訂(量表題項如附錄 A)。「感知威

脅嚴重性」參考運用 Hassani et al.(2014)發展之量表，計有 10 題；「害怕」參考運

用 Hassani et al.(2014)發展之量表，計有 3 題；「報喜不報憂」參考運用 Cheng et 

al.(2022)發展之量表，計有 9 題；「國軍社會責任知覺」參考運用 Jiang et al.(2023)

發展之量表，計有 8 題。另外，根據 DeVellis 與 Thorpe(2021)的研究，較高尺度的

量表能夠捕捉更細微的態度差異。此外，七點尺度量表相較於五點或三點尺度，能

夠更準確地反映受測者的真實情況(Preston & Colman, 2000)。故，本研究各構面均

使用七點尺度量表進行測量，數值越高表示受訪者的認同感越強，數值越低則表示

認同感較弱。 

為確保量表具備良好的信度與效度，本研究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如表 3 所

示，各構念的 Cronbach’s α 均高於 0.70，平均變異萃取量(AVE)皆超過 0.50，組合

信度(CR)亦高於 0.60，整體符合 Fornell 與 Larcker(1981)所建議之信效度評估標準。

另依表 2 結果顯示，各構念的 AVE 平方根均大於其與其他構念間的相關係數，顯

示具備良好的區辨效度。綜合而言，本研究問卷具備可接受的信度與效度，足以支

持後續的結構模型分析。 

肆、研究結果 

一、敘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表 2 得知各變數的相關數值結果，從表中可以看出 AVE 平方根(位於對角線)

均高於其他變數的相關係數，這結果表明各變數間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Fornell & 

Larcker, 1981)。此外，採用 Harman’s 單因子檢驗法，通過主成分分析萃取的第一

個因子解釋了 38.08%的變異量，低於建議的臨界值，顯示本研究中不存在嚴重的

共同方法變異問題。 

 

31 歲

(含)以上 
93 21.1% 軍官 8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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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變數之平均數、標準差、Pearson’s 相關係數及 AVE 平方根分析 

備考：(1)樣本數= 440；(2)對角線( )值為平均變異抽取量(AVE)平方根；(3)對角線()下半部

為各變數相關係數值；(4) *表 p < .05，**表 p < .01。 

二、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標準化 λ 值、CR 及 AVE 等指標均符合標準值要求(Fornell & Larcker, 

1981)(如表 3)，各變數的問卷設計參考了相關學者的文獻，驗證結果顯示這些變數

具備良好的收斂效度，亦即各變數在測量上表現出一致性和穩定性。 

表 3 各變數題項收斂效度指標 

備考：(1)樣本數= 440；(2)α：信度、λ：因素負荷量、CR：組合信度、AVE：平均變異數

萃取量；(3)α、λ 由 IBM SPSS Statistics 26 計算得出。 

三、假設檢定 

本研究採用 SPSS 之 PRECSS Model 14 運用 5,000 次的 bootstrap 以 95％置信

區間執行百分位 bootstrap 和偏差校正百分位 bootstrap 進行假設檢定與驗證。 

首先，驗證假設 H1~H3，由表 4 模型 1 顯示感知威脅嚴重性與害怕呈現正相

關 (β= .584, p < .001)，表示國軍官兵感知到愈高的感知威脅嚴重性，會形成較高

變數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1 2 3 4 

1 感知威脅嚴重性 5.291 1.112 (.880)    

2 害怕 5.145 1.057 .614** (.898)   

3 報喜不報憂 5.383 1.085 .438** .519** (.836)  

4 國軍社會責任知覺 5.735 1.266 -.001 -.012 .017 (.895) 

變數名稱 題項 α λ 值 CR AVE 備考 

感知威脅嚴重性 1~10 .967 .823-.926 .972 .774 

Hassani et al.  

(2014) 

害怕 1~3 .879 .876-.926 .926 .806 

報喜不報憂 1~9 .945 .795-.894 .954 .700 
Cheng et al. 

(2022) 

國軍社會責任知覺 1~8 .964 .872-.920 .970 .801 
Jiang et a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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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害怕情緒；模型 2 顯示感知威脅嚴重性與報喜不報憂呈現正相關 (β= .428, 

p < .01)，表示國軍官兵感知到愈高的感知威脅嚴重性，會展現較高程度的報喜不

報憂行為；模型 3 顯示害怕與報喜不報憂呈現正相關(β = .533, p < .001)，表示國軍

官兵擁有愈高的害怕，會展現較高程度的報喜不報憂行為。上述路徑均顯示出顯著

的正向影響，這表明本研究中的假設 H1、H2及 H3 均獲得了實證支持。 

表 4 中介效果與調節效果階層迴歸統計分析 

應變數 
害怕 報喜不報憂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自變數 

感知威脅 

嚴重性 

.584*** 

(.036) 

.428** 

(.042) 
 

.187*** 

(.049) 

.170*** 

(.050) 

害怕   
.533*** 

(.042) 

.411*** 

(.052) 

.844*** 

(.195) 

調節變數 

國軍社會 

責任知覺 
    .426* 

(.181) 

交互作用 

害怕×國軍

社會責任

知覺 

    -.073* 

(.032) 

R2 .377 .192 .269 .292 .301 

備考：(1)表內係數為標準化係數、( )為標準誤；(2)*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其次，接者驗證假設 H4，由表 4 研究結果顯示，(1)直接效果：感知威脅嚴重

性→報喜不報憂 =.187(t=3.765, p<.001; 95% 信賴區間= .345–.510);(2) 間接效果：

感知威脅嚴重性→害怕→報喜不報憂  =.240(t=7.074, p<.001; 95% 信賴區間

= .151–.335，不包含 0);(3) 總效果=.427(t=10.202, p<.001; 95% 信賴區間= .345–.510)

在上述模型分析中，檢查零(0)是否落在 95%信賴區間內。如果信賴區間包含 0，則

表示未達到顯著的中介效果(Preacher & Hayes, 2008)，如果間接效果的信賴區間上

下限之間不包含零，則可以推論中介效果達到顯著。因此，假設 H4 獲得到支持。 

最後，驗證假設 H5，如表 4 所示，害怕與國軍社會責任知覺的交互作用對報

喜不報憂之關係，具有顯著的負向調節效果(β＝-.073，p＜.05)。為釐清互涉效果的

影響，參考 Aiken et al.(1991)的方法，分別繪製在高(+1 SD)與低(−1 SD)國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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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知覺條件下，害怕與報喜不報憂之間關係的交互作用圖(如圖 2)。 

簡單斜率分析結果顯示，當低程度國軍社會責任知覺時，害怕對報喜不報憂的

斜率為 0.142(p < .001)，呈現顯著正向關係；而當高程度國軍社會責任知覺時，該

斜率降為 -0.036(p > .05)，未達顯著且呈現負向關係。圖形顯示國軍社會責任知覺

在高低的不同條件下，會弱化害怕與報喜不報憂間的正向關係。整體而言，當官兵

感受到較高的國軍社會責任，即使產生害怕情緒，會選擇不傾向於採取報喜不報憂

行為，顯示高程度國軍社會責任知覺可有效緩衝負面情緒對行為反應的推動力。圖

2 亦清楚展現此趨勢，高程度國軍社會責任知覺轉化害怕與報喜不報憂正向關係，

顯示調節效果的存在，故 H5 獲得支持。 

圖 2 害怕與報喜不報憂之間關係的交互作用圖 

綜上所述，本研究所有假設皆成立，路徑效果分析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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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路徑效果分析圖 

伍、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臺灣地區國軍官兵為研究對象，探討如何在「國軍」組織運作與「和

平包容的職場永續」兩個議題間取得平衡，藉由保護動機理論來分析官兵對感知威

脅嚴重性、害怕情緒及其報喜不報憂行為之間的關聯性。在理論貢獻上，研究擴展

了保護動機理論在軍事組織情境的應用範疇，不僅驗證了感知威脅嚴重性、害怕與

報喜不報憂行為之間的關聯機制，更首次在軍事組織中建立完整的心理歷程模型。

特別是，在害怕的中介效果與國軍社會責任知覺的調節作用方面，深化了學界對國

軍官兵在高壓環境下的心理機制與行為模式的理解。在實務應用角度，軍事組織的

管理實務提供具體可行的建議，例如：設計減緩威脅感知的回報機制、提供心理諮

商服務等管理作為。這些發現豐富了學術理論，更為軍事組織在平衡組織效能與人

文關懷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實踐指導，有助於建立更健康、更有效能的組織環境。研

究結果特別強調，透過適當的管理機制和組織文化建設，可以有效降低報喜不報憂

行為的發生，進而提升組織的透明度與永續發展能力。依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下

列理論與實務意涵。 

一、理論意涵 

國軍作為國家和平的守護者，內部必須首先建立和平且包容的職場環境，SDGs 

16 幫助國軍塑造促進和平且包容的職場環境，實現永續發展目標。本研究以保護

動機理論為基礎，深入探討報喜不報憂行為的個體外在行為，尤其國軍官兵面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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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管理威脅、人際關係威脅、績效考核威脅的職場環境下，容易形成感知威脅嚴重

性及害怕的個體內在感受，並分析國軍社會責任知覺在其中的調節作用。研究結果

呈現了以下幾項重要的理論意涵： 

首先，本研究不僅拓展了保護動機理論在軍事管理情境中的應用範疇，也在實

務層面上提供了指導意涵，特別是在減少官兵報喜不報憂行為、提升組織透明度與

信任度方面，具有重要價值。過去研究指出，在高度威權與階層文化的軍事環境中，

官兵傾向採取沉默或選擇性揭露訊息，以避免挑戰權威與增加風險(Morrison & 

Milliken, 2000; Jiang et al., 2023)。 

其次，本研究驗證了國軍社會責任知覺在害怕情緒與報喜不報憂行為之間的

調節作用，發現當官兵擁有較高的社會責任知覺時，害怕情緒的強度會減弱，從而

促進更為透明的溝通行為。這一調節作用強調了國軍社會責任知覺在管理層面上

的關鍵意義，有助於減少官兵隱瞞負面信息的傾向。這一發現亦與 Detert 與

Burris(2007)關於領導者支持對建言行為之影響的研究一致，並進一步佐證 Yuan et 

al.(2019)指出組織氛圍會影響員工表達與隱瞞傾向的觀點。 

此外，研究結果證實了害怕情緒在感知威脅嚴重性與報喜不報憂行為之間的

中介作用，進一步強化了保護動機理論中情緒反應對行為選擇之影響鏈結(Milne & 

Orbell, 2000; Hassani et al., 2014)。當官兵面臨威脅時，害怕情緒會驅使其為避免潛

在的負面後果而傾向隱瞞負面信息，進一步強化了害怕情緒的影響力。研究顯示，

當官兵感知威脅的嚴重性增加時，害怕情緒被激發，從而促使報喜不報憂行為的發

生頻率提高。這些結果不僅支持了保護動機理論的解釋力，也擴展了其在軍事管理

領域的應用，尤其是在如何理解威脅感知與情緒反應對行為模式的影響。 

在中介效果方面，本研究實證支持害怕情緒在「感知威脅嚴重性」與「報喜不

報憂」行為之間的中介角色，意即官兵在認知情境威脅程度愈高時，內心所引發的

害怕情緒會強化其傾向於隱瞞負面訊息、僅呈報有利資訊的行為選擇。此一中介鏈

結具高度實務意涵，顯示在軍事組織中，官兵並非基於自身的認知或態度而選擇沉

默，而是由於情緒驅動下的自我保護本能所致。因此，組織若欲改善報喜不報憂現

象，不能僅從教育或懲罰機制著手，更需關注官兵面對威脅時的情緒反應與心理支

持需求，透過建構低威脅、高心理安全的組織氛圍，才能有效中斷害怕驅動的沉默

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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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調節效果方面，本研究亦發現「國軍社會責任知覺」可有效緩解害怕情緒對

報喜不報憂行為的影響，其交互作用呈顯著負向關係。此結果揭示，在同樣面對害

怕情緒的情況下，若官兵對國軍整體組織具較高的社會責任體認(如從事公益、災

害救援、依法行政、敦親睦鄰等)，則其更傾向站在整體利益角度思考，進而抑制

個人自利性的沉默行為。此發現呼應 Clark & Beck(2010)有關「高階目標認同能抑

制情緒反應」的理論觀點，也強調組織責任意識不僅是一種制度或政策，更具情緒

調節與價值導向的功能。從實務管理角度而言，這表示軍中若能持續深化官兵對單

位與社會責任的正向認同，將有助於轉化情緒壓力為具建設性的回報行為，是防堵

沉默文化蔓延的關鍵策略之一。 

總結而言，本研究不僅加深了對保護動機理論及國軍社會責任知覺的理解，還

為軍事管理實務提供了具體指引，促進了建立更加透明、高效並具信任度的軍事管

理體系。研究結果在理論層面具創新意義，並對實務應用提供了重要啟示，對提升

軍事組織內部溝通與決策效率具有積極作用。 

二、實務管理意涵 

為建立一個更加透明和高效的組織管理環境，改善組織成員報喜不報憂行為，

國軍組織亦須刻不容緩的執行，故本研究提出三項管理意涵： 

首先，當國軍官兵都能感受到透明且誠實的管理方式時，會對自己的工作產生

更大的認同感和投入度，避免為了遭受責難而選擇報喜不報憂。本研究結果顯示國

軍官兵確實在工作上存在威脅的感受(平均數：5.291)並形成害怕的情感(平均數：

5.145)。因此，當國軍官兵在任務分配時，若管理者能夠清楚地解釋任務的責任範

圍，並明確告知未完成任務可能面臨的處分，將有助於官兵以平常心面對工作挑

戰，降低對威脅的感知及害怕情緒。這不僅能有效促進任務的順利推動，還能建立

起與同儕及長官之間的信任關係，進一步增強團隊合作與工作效率。一旦國軍官兵

感受到被尊重且受到公平對待時，更願意主動分享想法和提出建議，不會因為擔心

負面後果而隱藏問題。特別是當個人深刻體認到自己肩負的社會責任時，會更加重

視工作品質和專業發展。這種認知不僅能強化個人對組織的歸屬感，也能激發主動

學習和自我提升的動力。長期而言，當每位官兵都能在日常工作中實踐誠信透明的

價值觀，並認同自己對社會的責任時，不僅能提升個人的工作滿意度，也能為自己

的職涯發展奠定更穩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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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對任何組織成員而言，能在工作環境中感受到被尊重與信任，是促使個

人願意坦誠表達想法的關鍵。當個人感受到自己的意見受到重視，不會因提出建議

而遭受負面評價時，自然能放下戒心，更勇於表達真實想法(Ng & Feldman, 2012)。

特別是在面對問題或挑戰時，個人若能確信提出建言是受到保護且被鼓勵的行為，

就不會選擇隱藏或淡化問題的嚴重性。尤其是，組織成員發現自己的意見受到重

視，能收到具體的回應和處理進度，這種被重視的感受會強化個人的參與感和歸屬

感。國軍官兵需要從執行任務時各種的正向溝通經驗，無論是面對同儕或是主管，

這是能夠體認到誠實表達的價值，進而願意在日常工作中保持開放和坦誠的態度。

本研究認為國軍官兵若能感受到表達意見的安全感，不必擔心因說出實話而遭受

不利對待時，自然能以更積極正向的態度面對工作，進而在工作中展現更真實的自

我，促進個人在組織中的健康發展。 

最後，對於國軍官兵而言，擁抱國軍社會責任知覺，不僅能獲得更好的職涯發

展機會，更能體認到自己是永續發展願景的重要參與者。例如，國軍官兵參與的社

會公益活動，如災後重建、環保行動或緊急救援任務，管理者會在任務執行前提示

該任務的目的，不僅將其視為一項辛苦任務，亦提醒這些工作能夠協助國家恢復正

常運作，使國軍官兵更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對社會的貢獻及責任。當國軍官兵在日常

工作中感受到友善且透明的環境時，特別是在追求和平、公平與包容的工作氛圍

時，不僅能認同自己在建立健康職場文化上的貢獻，更能提升個人的工作滿意度，

進而讓每位成員感受到自己是國軍推動永續發展過程中的一分子。透過每位國軍

官兵的具體行動和改變，才能共同營造出一個更具包容性和永續性的職場環境。 

三、未來研究與限制 

本研究探討軍事組織內部資訊透明度與行為模式，然而仍存在一些限制，值得

未來進一步研究。首先，雖然問卷調查法能有效蒐集大規模數據，但受訪者的回應

可能受到社會期望偏誤影響，使得行為表現未必能完全反映真實情況。因此，未來

研究可考慮引入質性方法，如訪談或行為觀察，以補充量化數據，提升研究結果的

真實性與多元性。 

此外，本研究未能深入探討不同軍階層級對資訊回報行為的影響。由於樣本選

取與實地調查的限制，目前尚無法對各層級進行細緻比較。然而，軍階層級可能在

決策與資訊傳遞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不同階層的角色認知與溝通期待可能影響

其回報行為的傾向與風險評估。過往研究亦指出，軍事文化本身具備多層次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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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特性，涵蓋制度規範、互動邏輯與個人信念等層面，彼此間相互交織，可能共

同作用於官兵面對威脅時的認知與行為選擇(黃春興、黃志成，2009)。因此，未來

研究應進一步克服抽樣挑戰，納入不同軍階與任務屬性進行分析，並結合軍事文化

的制度面、互動面與個人層次進行分層探討，以提升研究結果的代表性與理論解釋

力。 

最後，本研究主要聚焦於保護動機理論中的「威脅評估」(Threat Appraisal)，

透過探討感知威脅嚴重性與害怕情緒對報喜不報憂行為的影響，建立初步的心理

歷程模型。然而，保護動機理論亦強調「因應評估」(Coping Appraisal)的重要性，

涵蓋個體對應對策略效能、自我效能與反應成本等層面的認知歷程(Rippetoe & 

Rogers, 1987; Floyd et al., 2000)。再者，現階段研究尚未整合組織文化、倫理規範

及個人價值觀等影響因素，然而這些變數可能深刻左右軍事組織中個體的決策邏

輯與資訊流通行為。因此，未來研究宜考量不同階層與文化脈絡下的組織特性，納

入文化與價值面向的變數，並運用多元變數分析與交互作用模型進行檢驗，以提升

研究架構的解釋力與外部效度，使成果更能貼近軍事實務的複雜運作情境。 

未來研究可朝向混合方法發展，透過質性訪談或行為觀察補充量化研究的不

足，以提升研究結果的整體性與可信度。隨著資源與時間的增加，研究亦可進一步

擴大樣本範圍，涵蓋不同軍階與組織文化背景，以提高適用性與普遍性。透過這些

改進，未來研究將更全面地探討軍事組織內部資訊流通的運作機制，並提供更具學

術價值與實務應用的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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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本研究變數量表 

變數 
題項 

Cronbach’s α 文獻來源 
編碼 內容 

感知威脅嚴重性

Perceived Threat 

Severity 

(PTS) 

PTS 01 說出我的擔憂為我及組織帶來負面的影響 

.967 
Hassani et al. 

 (2014) 

PTS 02 如果我表達出我的擔心，我的人際關係將會改變 

PTS03 只表達擔心會限制我的工作發展。 

PTS04 
只說事情的嚴重後果，將為我個人自尊、情緒帶來消極的

影響 

PTS05 
我看過只說事情的嚴重後果的人，工作職場上發展不順

利。 

PTS06 
如果我只說事情的嚴重後果，我將無法獲得良好的人際互

動 

PTS07 只說事情嚴重後果的習慣，不容易改變 

PTS08 對於只說事情嚴重後果的習慣，我感到害怕 

PTS09 一想到事情的嚴重後果，我心跳會變得很快 

PTS 10 只想到事情的嚴重後果，是工作上長久的習慣 

害怕 

Fear 
(F) 

F01 我擔心事情的嚴重性，讓自己成為被單位關注的人 

.879 
Hassani et al. 

 (2014) F02 我擔心事情處理的過程帶來困擾 

F03 我擔心事情處理的過程，涉及我周遭同仁 

報喜不報憂 

Saying Nothing but 
Good News 

(SNBGN) 

SNBGN 01 
您處理例行工作時，會刻意選擇分享工作完成情況，卻較

少或避免談論工作面臨的困境。 

.945 
Cheng et al. 

(2022) 

SNBGN 02 
您在面對例行工作時，為迎合同仁的期待，只會報告預定

的工作進度，卻淡化其他執行上的困難。 

SNBGN 03 
您接到上級專案任務後，就會立即投入任務分配與規劃，

而忽略到是否有足夠資源執行。 

SNBGN 04 
當目前工作面臨問題時，又接獲重要任務，您會先報告任

務的規劃後，再說明面臨的問題及解決方案。 

SNBGN 05 

當面對績效考核時，我會特別陳述表現的績效(例如：今年

度完成多少重大專案)，而對於自己未達成的部分盡量避免

提及(例如訓練工作未如期完成)。 

SNBGN 06 
您處理例行工作時，會刻意選擇分享工作完成情況，卻較

少或避免談論工作面臨的困境。 

SNBGN 07 
您在面對例行工作時，為迎合同仁的期待，只會報告預定

的工作進度，卻淡化其他執行上的困難。 

SNBGN 08 
您接到上級專案任務後，就會立即投入任務分配與規劃，

而忽略到是否有足夠資源執行。 

SNBGN 09 
當目前工作面臨問題時，又接獲重要任務，您會先報告任

務的規劃後，再說明面臨的問題及解決方案。 

國軍社會責任知

覺 Perceived 

Milita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MSR) 

PMSR 01 我能察覺連隊嚴謹掌握任務執行之成效。 

.964 
Jiang et al.  

(2023) 

PMSR 02 我能察覺連隊為建軍備戰建立長期的發展策略。 

PMSR 03 
我能察覺連隊要求各級官兵依法行政確遵各項法律的相

關規範。 

PMSR 04 我能察覺連隊確遵招募規範並維護同袍應有權益。 

PMSR 05 
我能察覺連隊對於「可公開」的資訊，能正確提供或完整

揭露給相關單位及人士。 

PMSR 06 
我能察覺連隊領導者皆會關心、提醒我們的執行工作所帶

來的失敗後果。 

PMSR 07 我能察覺連隊支持官兵在工作與個人生活之間取得平衡。 

PMSR 08 

我能察覺我們連隊會主動與周邊機關、社區及學校建立起

良好敦親睦鄰關係(例如推廣多元社團活動，官兵自發性號

召同袍成立「愛心志工社」，從 

事關懷照顧及熱心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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